
“汉语哲学” 还是 “功夫哲学”
———未来中国哲学形态的 “言”“默”之辨

焦德明

　
摘　 要　 在中国哲学 “登场”背景下，“汉语哲学”与 “功夫哲学”的比较意义凸显。汉语哲学有广义和狭

义之分，狭义汉语哲学的 “语言决定论”未能充分考量语言范畴以外的多元要素，以汉语为中心的 “特殊主

义”立场则陷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并对已经受代码污染的现代汉语过于乐观。狭义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

的功夫传统之间形成了多重张力：从历史脉络审视，中国哲学的社会功用主要体现在自我修养而非公共论辩；

中国哲学重视精神修炼的文化现象无法被还原到单一的语言解释；语言也无法从涵义的角度处理功夫哲学的

“本体”。因而汉语哲学与功夫哲学形成 “言”与 “默”的哲学形态差异。功夫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契合后

语言哲学的呼声，与重拾精神性的后现代文化达成重新理解 “哲学”的共识。汉语哲学的发展有必要真正面对

中国哲学的功夫哲学传统。但与此同时，功夫哲学必然要依赖语言、概念和逻辑作为自己的存在形态，必须吸

收语言分析的因素。功夫哲学以汉语为媒介揭示中国人精神修炼的生活世界，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也探索了汉

语的哲学表达，可以看作一种广义的汉语哲学，并对其具有补充实践哲学维度、反思启蒙哲学、明确文化意义

等贡献。未来新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汉语哲学与功夫哲学的 “言—默”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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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场 “基于 ‘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以及特有的概念规范，以开放的姿态来思考人类普

遍性问题”① 的 “汉语哲学”运动，在国内哲学创新领域占据了核心地位。其主要倡导者多为西方哲学研究

的知名学者②，然而他们在界定汉语哲学的论域与方法论的过程中，却常与中国哲学相互参照。其实，早期倡

导汉语哲学的学者群体里，不乏中国哲学学者的身影③，但后来中国哲学学者逐渐脱离了汉语哲学运动的核心

队伍。目前，从汉语哲学视角审视中国哲学，二者关系可大致归为两类。其一如韩水法主张中国哲学亦为汉

语哲学的一种呈现形式，其二如孙向晨着重凸显汉语哲学的开创性特质，认定其构成了对 “中国哲学”的超

越。④ 不过，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远未形成定论，其重要性在 ２０１０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创新运动的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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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向晨：《“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１２期。
马寅卯已经注意到：“关于汉语哲学的可能性的讨论则主要是在西方哲学圈展开，虽然也不乏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参与。”（参见马寅

卯：《从西方哲学到汉语哲学———试论西方哲学研究四十年带来的观念变革》，《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１２期）
参见樊志辉：《全球化语境下汉语言哲学的话语困境及其出路》，《求是学刊》２００１年第 １期；彭永捷：《汉语哲学如何可能》，《学
术月刊》２００６年第 ３期；刘梁剑：《汉语言哲学发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韩水法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乃是当代汉语哲学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薛丹妮：《“汉语哲学”论坛纪要———记北京大学第十五期

“黉门对话”》，《哲学分析》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孙向晨则认为中国哲学侧重面向历史，而汉语哲学则以哲学问题为导向，聚焦深层的
逻辑架构，关切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更为注重现实与未来走向。（参见孙向晨：《汉语哲学的基本问题向度》，《光明日报》２０２４
年 ８月 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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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之下更为凸显。自李泽厚提出 “登场论”后，中国哲学学者对哲学新体系的构建收获了诸多成果，但近

来发展趋于平缓；而汉语哲学则在近五六年间迅猛兴起，在时间维度上二者呈现出一种交替更迭的态势。尽

管二者的推动主体存在差异，但均属当代中国哲学界在哲学创新方面的不懈努力，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错

综复杂的交互关联。汉语哲学以语言为核心的理念，并不能使中国传统哲学望风披靡。其关键缘由恐怕在于，

深受深厚修身实践传统浸润的中国哲学，始终对语言持审慎态度，并倡导以体验突破语言的局限。

修身实践传统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彰显为一场同样矢志于范式创新、影响力逐步提升但相对而言反响尚欠

热烈的哲学运动即 “功夫哲学”。“功夫”（或 “工夫”）①，指的是精神修炼、自我转化的方法或实践，在宋

明理学的道德修养论中被广泛使用，是儒家哲学、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经过杨儒宾、陈立

胜、彭国翔等学者的大力推动，倪培民提出 “功夫哲学”概念，把功夫引入哲学，以期解决只重视知识、选

择而非 “修炼”的西方哲学的理论困境。② 实际上，较早讨论汉语哲学可能性 （其所使用的概念是 “当代汉

语哲学”）、长期活跃在中文学界的何乏笔 （Ｆａｂｉａｎ Ｈｅｕｂｅｌ）也是提倡功夫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汉语
系一种 “特殊语言”，乃是西方哲学、东方哲学等多元资源汇聚共存之域，具备 “跨文化性”。而这种 “跨文

化性”作为当代汉语哲学的核心要素，鲜明地展现于以历经现代哲学淬炼的语言与思维形式，对传统 “修养

哲学”予以留存、捍卫乃至推动发展的进程之中。③

功夫哲学与汉语哲学后来是独立发展的。然而，当我们在中国哲学 “登场”背景下来看待汉语哲学时，

其与中国哲学中的修身实践传统即 “功夫哲学”的比较意义则越发凸显。汉语哲学与功夫哲学表征了针对语

言与世界的两种差异化理解路径，亦关联着世界哲学演进至当代的崭新转向。双方所形成的 “言”与 “默”

的对立 （一方以 “语言”为核心，另一方则以体验、“默识”为要旨），与未来中国哲学的形态抉择紧密相

连。当下学界鲜有从未来中国哲学形态的维度对 “汉语哲学”与 “功夫哲学”进行比较探究的成果，本文旨

在就此展开深入的研讨。

狭义汉语哲学自身的困境：语言决定论与特殊主义

“汉语哲学”运动对于汉语哲学有多种定义④，这些定义大体围绕两个 “极”展开：一个最宽泛的说法是

任何使用汉语的哲学活动都属于汉语哲学；而另一个最狭义的范围是只有采取语言哲学形态并立基于 “汉

语”特殊语言特征的才是典型的汉语哲学。尽管众说纷纭，但从学界的基本观感来看，汉语哲学具有两个最

显著的特征。一方面，汉语哲学的底色是语言哲学。汉语哲学认为 “语言是人类根本和基础的制度”，是

“现代哲学赖以生存的基地”。⑤ 因而，在当代进行新的哲学创造，就必须继承 ２０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哲学观，
充分重视语言问题在哲学理论建构中的核心地位。因此，与其他哲学形态相比，汉语哲学要更多呈现出一种

语言哲学形态。另一方面，汉语哲学又是一种基于一门特殊语言即 “汉语”的语言哲学。汉语哲学与以往的

哲学乃至语言哲学的不同之处就是突出 “汉语”的特殊地位，基于 “汉语”的语言世界及其生活世界，建构

具有特色的新的哲学理论。实际上，具备上述两个特征的狭义汉语哲学，才是这场哲学运动的主流和典型形

态，也是其特别关联未来中国哲学形态选择的根本原因，因为汉语本是中国哲学的天然载体。

针对狭义汉语哲学的两个特征，学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商榷。首先，狭义汉语哲学似乎有一个倾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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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抑或功夫，二者虽然略有不同，但基本可以互换。（参见彭国翔：《“功夫”抑或 “工夫”？》，中国社会科学网 ２０２４年 １０月 ９
日，ｈｔｔｐ牶 ??ｗｗｗ ｃｓｓｎ ｃｎ ／ ｚｘ ／ ｚｘ ｒｄｋｘ ／ ２０２４１０ ／ ｔ２０２４１００９ ５７８９６６７ ｓｈｔｍｌ）
参见倪培民：《从功夫论到功夫哲学》，《哲学动态》２０１８年第 ７期。
参见何乏笔：《跨文化批判与当代汉语哲学———晚期福柯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学术研究》２００８年第 ３期；韩振华：《“当代汉语哲
学”的建构———与何乏笔博士谈哲学与汉学》，《华文文学》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
韩水法有广义、狭义之分，冯俊分为三重语境，庞学铨有三种理解，莫斌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重面向，程乐松有四种内涵说，

刘森林有四种模式说等。参见韩水法：《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学术月刊》２０１８年第 ７期；冯俊：《“汉语哲学”的三重语
境》，《外国哲学》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庞学铨：《汉语哲学的基本问题》，《学术月刊》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莫斌：《汉语哲学的三个面向：
过去、当下与未来》，《外国哲学》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程乐松：《自觉的两种进路———中国哲学与汉语哲学的论域》，《学术月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７期；刘森林：《汉语哲学与新文科：一种中国性的建构》，《新文科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
韩水法：《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学术月刊》２０１８年第 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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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仅仅从对语言的分析中得出所有结论。因此，学界担忧这是一种 “语言决定论”。韩振华总结了在英美

分析哲学和法国后结构主义影响下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解读，借助罗哲海 （Ｈｅｉｎｅｒ Ｒｏｅｔｚ）、杨小
敏等人的观点批评了陈汉生等人的语言学主义错误。① 从这些批评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语法差异到语义

差异之间的逻辑跳跃不宜夸大，单从不同语言的语法形式差异无法解释不同哲学传统的本体论差异，因而从

强版本的语言决定论出发理解中西哲学的差异并不能得到辩护。此外，治中国哲学的学者也多反对这种 “语

言决定论”。尽管江怡认为 “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哲学”②，但中国哲学的语言观并不认为语言能够反

映全部的生活世界，尤其形而上的道体，“道可道，非常道”，需要 “得意忘言”。孙向晨对此反而有所认识：

“汉语始终对 ‘语言’保持某种警觉，以至于汉学家陈汉生 （Ｃｈａｄ Ｈａｎｓｅｎ）有过这样的评论：古代中国的思
想家们从未将语言视为描述客观世界的媒介。虽然可能言过其实，但汉语与世界对象之间确实不存在完全的

对应性。”③ 实际上，李泽厚早就 “惊异地发现，中国古代哲人对语言采取了非常审慎、严格、怀疑甚至告诫

的态度”④；杨国荣也认为，“语言形式确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然而，语言的形式与哲学的系统并不能简单

地等量齐观”，我们不能 “赋予语言形式以超乎其内容的意义”。⑤ 许苏民同样反对仅仅通过语言分析就认定

中国或西方思想的特殊性：“决不能无视哲学产生的深邃的人性根源与人类生活和实践的根源。”⑥ 其实这个

观点，早在 １９２９年就由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家沃洛希诺夫 （Ｖｏｌｏｓｈｉｎｏｖ，１８９５—１９３６）表达过，“语言虽……
可从心理角度来考察，但语言更明显的特征是其 ‘社会实践性 （社会功能、价值属性）’”⑦。当然，汉语哲

学运动也关注到了一些语言以外的因素，例如江怡认识到 “汉语的使用在确定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时，更多取

决于一种非语言或外在语言的因素”⑧，但目前的狭义汉语哲学恐怕还没有脱离语言分析的阵地。与早期 “汉

语言哲学”的提法相比，如今的 “汉语哲学”的确强调自己的哲学本位而非语言学本位，并不采取一切从汉

语语法角度出发的策略。例如孙向晨认为，汉语哲学不是语言哲学，目标重在由 “汉语”带出的 “生活世

界”。⑨ 又如韩水法重视从语言结构去分析人类心智结构和行为秩序。然而，若要阐明心智结构和生活世界，

就不能只取径 “语言”一条道路，而是要参考社会生活对人的思维方式的 “多元决定”。瑏瑠 但 “汉语哲学”

这一名称本身就表明了它主要依赖语言的路径选择，这种选择恐怕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语言的内指论、自治论

（可自我运转）。

另一方面，汉语哲学最令人瞩目、给人印象最深的主张，就是力图说服其西哲研究同仁，将看似普遍的

“Ｂｅｉｎｇ问题”从汉语的语言世界、生活世界中排除出去。例如孙向晨引用 “汉语哲学先驱”张东荪的话说，

“康德知识论在他本人是以为讨论人类思想中所普遍含有的范畴，而在我则以为依然只是西方思想文化中所普

遍含有的思想格式而已”瑏瑡。中国传统思想的确没有从系动词出发建立一套逻辑学的体系。正如韩水法引用现

代语言学成果所展示的，作为分析语的汉语更重视语序而不是词的变形。但以此否认形式逻辑作为人类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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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振华：《“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汉语哲学建构———欧美汉学界对于先秦中国思想的不同解读》，《华文文学》２０１４年第 ２期。
“中国哲学研究始终重视语言的作用，或者说，中国哲学正是通过对语言意义的梳理而得到阐发的。”［江怡：《从汉语哲学的视角看

中国哲学研究 ７０年》，《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孙向晨：《“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１２期。
李泽厚、刘绪源：《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 ２０１１年谈话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２页。
杨国荣：《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兼议哲学话语的内涵与意义》，《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 １１期。
胡静：《关于 “汉语哲学”及中国哲学和文化特质的相关问题———许苏民教授学术访谈》，《江汉论坛》２０２１年第 ９期。
王寅：《语言哲学研究：２１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 （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７０页。
江怡：《从汉语哲学的视角看中国哲学研究 ７０年》，《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因此，江怡认为，“汉语哲学
讨论的是哲学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关于汉语的问题，也不是关于语言的问题。汉语哲学不涉及语言的问题，虽然对汉语哲学的研究

是从分析汉语的语言结构入手的。汉语哲学也不是对某个特定的哲学语言的研究”。

孙向晨：《汉语哲学的基本问题向度》，《光明日报》２０２４年 ８月 １９日。黄裕生也认为，汉语哲学不会只是一种语言哲学。参见黄裕
生：《何谓汉语哲学？为什么需要汉语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１０日。
路易·阿尔都塞 （Ｌｏｕｉｓ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提出 “多元决定论”，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这种单一的因果关系。我们同样可以借用这一概念来表明生活世界并不由语言世界一种因素决定。

张东荪：《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知识与文化》，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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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格式却遭到了诸多质疑，批评者称之为 “汉语哲学研究中的特殊主义”①。汉语哲学立基于汉语，因而

不承认西方语言所带来的哲学问题的普遍性，但同时，它又认为特殊的汉语，蕴涵了某种普遍性的哲学问题，

甚至是比西方哲学的普遍性更普遍、更真实。② 这使其陷入所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尽管汉语哲学要求

“以 ‘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在世界境遇中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有源自 ‘汉语世界’来设置哲学

议题的能力，并使 ‘汉语哲学’在世界范围得到理解和讨论”③，但在否定了 “Ｂｅｉｎｇ问题”作为普遍哲学问
题之后，汉语哲学似乎尚未提出能够令人普遍信服的替代性问题。而且，普遍的哲学问题，“是否”“为何”

以及 “如何”能够从汉语的 “语言世界”中找到，这一问题也尚未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

汉语的语言世界之所以被汉语哲学寄予厚望，一方面由于古代汉语体现出中国古人独特而具有本源性的

生存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现代汉语具有所谓 “跨文化性”，其背后的生活世界本身即世界性的普遍文化与

地域性的特殊文化的交会之所，理应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但如果汉语哲学立足于古代汉语，那么它不能区

分于现有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是以中国哲学史为基础的，而汉语哲学似乎只是要建立一个没有中国哲学史

的中国哲学。另一方面，汉语哲学似乎也对现代汉语过于乐观。现代汉语作为一套表达文化的代码④，本身面

临 “文化污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的问题。文化学者汤普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和阿帕杜莱 （Ａｒｊｕｎ
Ａｐｐａｄｕｒａｉ）指出，文化之间从对立到整合会产生 “文化污染”，在旧代码被更有影响的新代码覆盖的过程中，

“旧代码的所指不再受到重视，新的代码还没有为人所理解。旧代码的能指方面只留下了未被阐释的符号体，

它们的运用只会使人迷失方向。后果就是文化废墟，这意味着一个社会在相关领域的理解能力方面发生剧烈

退化。原本高度符号化的领域遭遇了去符号化过程。社会面临着源于文化内部的混乱局面……”⑤ 百余年来

汉语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⑥ 在近代以前，中国文化自有一套相对稳定的代码，能够维持中心文化的代

码模式。但随着西方文化代码的冲击，原本相对稳定的汉语言世界作为旧代码便逐渐被抛弃。汉语汉字的本

义尽管一直在新用法的覆盖下沉入历史的沉积层，但近代以来新代码的覆盖更为骤烈，旧代码的能指脱离日

常生活，成为需要专家来阐释的符号体，望文生义时有发生。而西方语言所带来的语言世界作为新代码显然

还未能被国人完全理解，尤其从当代汉语出发去理解西方语言更是会出现错位。汉语虽然不至于在建构世界

的能力上完全失效，但由于它在哲学上的 “去符号化”过程 （语言脱去哲学建构话语世界的能力），已经近

乎成为一个 “哲学语言的废墟”。当然，汉语哲学致力于汉语作为哲学代码的重新符号化，这一努力有助于

中国中心文化代码的恢复重建。

其实，“汉语哲学”的诸定义中已经包含非语言哲学和非单一语言立场的声音。的确，语言哲学若被理

解为致力于解决语言问题的哲学，那么以此概括汉语哲学的特征确实不妥。但语言哲学也有将语言视为哲学

的基础论域并通过语言澄清哲学问题的用法，因此在此用法下说汉语哲学是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是汉语哲学

的主流，仍具合理性。汉语哲学兴起之初即打出语言分析的大旗，立基于语言分析的哲学方法是汉语哲学创

立之基础和生命线，可以称之为 “典型的”或 “狭义的”汉语哲学。尽管汉语哲学的队伍扩大，非语言立场

可能 “喧宾夺主”，但其内核并未改变。另一方面，从汉语哲学的实践来看，语言分析的方法仍为大宗。如

果放弃语言立场，那么汉语哲学似乎无法区分于 “中国哲学”，不必强调 “汉语”；强调汉语而非中国，就是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詹文杰：《对汉语哲学研究中的语言决定论和特殊主义的批评》，《哲学动态》２０２３年第 １０期。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汉语哲学的问题不必要是世界普遍的哲学问题。例如冯俊认为，“汉语哲学还应该有自己独特的问题，这些问题

是别的哲学所不具有的。最重要的是汉语哲学要能够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哲学，能够成为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的哲学。”（冯俊：《“汉语哲学”的三重语境》，《外国哲学》２０２２年第 ２辑）也有学者例如孙周兴认为哲学是复数的，因
此可能不必要强求别人认同汉语哲学的问题。（参见孙周兴：《我们可以通过汉语做何种哲学》，《学术月刊》２０１８年第 ７期）
孙向晨：《“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１２期。
在文化研究中，代码由大量能指、所指与使能指所指相互匹配的规则组成。

参见安斯加·纽宁、维拉·纽宁主编：《文化学研究导论：理论基础·方法思路·研究视角》，闵志荣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第 ８３ ８４页。
程乐松讨论了近代汉语因 “经验过载”而造成的语言断裂和重塑。（参见程乐松：《断裂的居间性———近代汉语的再造及其思想后

果》，《哲学动态》２０２４年第 １０期）



“汉语哲学”还是 “功夫哲学”

为了突出语言立场。而且后文我们还将提及，汉语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贡献即在于补充以往中国哲学缺乏的

语言分析。综合这些理由，笔者认为用语言哲学概括汉语哲学具有合理性。

狭义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功夫传统之间的张力

哲学在社会中的具体功用，将决定某个社会中何种形态的哲学占据主要地位。历史上许多哲学史著作都

注意到社会条件对于理解哲学的话语与形态的意义。例如伯特兰·罗素的 《西方哲学史》，其全名就是 “西

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① 以古希腊罗马社会为例，由于其经济政治上的特

点 （商业社会与共和、民主制度），其社会对论辩相关的文化需求甚高，修辞术或公共辩论的技艺，因而成

为西方文化最显性的特征之一。② 正是由于社会有论辩的需求，人们的思考才有从修辞术进阶到逻辑学和语言

学的动力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有反思智者派的动机）。与古希腊罗马社会相比，先

秦的百家争鸣也曾有过短暂的公共论辩时代。从公共阐释的角度来看，先秦子学时代确实是一个建设公共性

的时代。③ 但帝王权术不喜能言善辩，《韩非子·五蠹》曰 “子贡辨智而鲁削”。过多的辩论和对语言的灵活

运用威胁中央集权的稳定与秩序，这是学者们认为导致中国哲学对语言在表达真实思想和促进公共讨论方面

的作用缺乏足够重视的原因。④ 与此同时，强化道德规范的需要成为社会的主要需求，需要个体自觉、高效地

履行其社会角色的职责。除了教化大众以外，对于知识阶层来说，自我修养便通过哲学起作用。另一方面，

对于这种规训的逃离同样表现为个体心灵的转化，因此道家的精神修炼同样满足社会需求。在中国历史上，

士人总是希望通过加强道德修养解决社会问题，即使清代中期以后，面对西方列强，龚自珍、魏源以及道咸

朱子学家，也还是如此。世纪之交梁启超、刘师培、马君武等人提倡 “社会公德”“国民道德”，同样以宋明

理学的自我修养为现代德育的蓝本。再后来，塑造革命主体、现代人格的途径也是自我修养。蒋维乔、太虚、

梁漱溟等社会政治活动家以修行为其事功张本，虚云、陈撄宁等修行家更为民间所推崇。可见，从历史来看，

中国哲学的社会功用主要是自我转化与道德修养，而非以公共论辩促进思维发展。

回顾中国哲学史，精神修炼可以看作中国人文化心理、文化生活的一个核心观念。先秦各家各派都普遍

有很强的精神修炼意识。汉代道教小传统形成，民间修养思想初步定型。魏晋至隋唐吸收佛教重视禅修⑤，直

到产生禅宗这一最具中国精神修炼思想特色的佛教宗派，宋明理学则工夫论大盛，工夫问题的探讨是引导宋

明理学深入发展的重要引擎。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从一开始与实用主义思潮相接洽，其深刻的内在根源

或许正在于把中国文化观的核心看作一种旨在解决人生问题的人生哲学的实用气质。⑥ 科玄论战以 “人生观”

问题为主轴，也可见一斑。进入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西方哲学的各派学统开始在中国各大学的哲学系中确立。
即便如此，冯友兰提出四种境界论，提倡负的方法，都表明中国功夫哲学不绝若线。１９５８年的 《中国文化宣

言》标志着中国功夫哲学从之前的 “人生哲学”形态过渡到了港台新儒家的 “心性之学”形态。牟宗三把中

国哲学解释为境界形上学，看作 “生命的学问”⑦，劳思光认为中国哲学是 “引导的哲学”⑧，杜维明先生倡导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
“……西方文化以外，典型地，例如中国，公共生活中显然也有辩论、争论甚至争吵，但是这只发生在范围极小的精英之内 （如宋

代和明代的情况），而呈现给大众的、媒介化的公共生活，则是非辩论、非争论的：向公众宣告 （宣布）的，是有决定权限的那些

人的辩论的 ‘最终’决议 （决定、决策）。辩论被隐去或遮蔽了。” ［胡传胜：《公共辩论的技艺：古希腊政治生活中的修辞术》，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
张江：《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江海学刊》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
参见邓晓芒：《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中州学刊》１９９２年第 ２期。
佛教对于第一义谛言语道断的推崇，也加剧了中国哲学远离语言的趋势 （但梵语促进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例如切韵的发明）。

傅斯年指出，进化论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ｍ）一转就成了实际主义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实际主义却拿着人生观念解释一切问题，只认定有一个实
体———就是人生。参见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傅斯年全集》第 １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８５ ８８页。这一时
期 “人生哲学”颇为流行，例如杜亚泉、李石岑、谢扶雅、舒新城等都有 《人生哲学》的撰述。冯友兰对其博士论文修改增添，最

后也定名为 《人生哲学》。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亦有人生哲学的论述。

牟宗三：《关于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台北：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７８年，第 ３４ ３５页。
劳思光：《论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之正反作用》，《虚境与希望———论当代哲学与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第 １４９ 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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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人文主义”等，都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神修炼这一 “道统”。① 应该说，中国的哲学始终关切自

我修养，而没有发展出一套脱离心灵转化的纯粹思辨哲学，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状况。

为什么中国传统会更重视精神修炼？是不是由于某种语法或语言本身的特性导致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精神

修炼占据重要位置？即便精神修炼本身是文化的普适现象，汉语是否也使得精神修炼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更为

紧密？笔者倾向于认为，我们无法从语言的特征，当然也更不可能从汉语的特征，理解为什么中国人重视精

神修炼。我们可以设想如下几种可能的观点：（１）汉语比屈折语更适合交流精神修炼的体验；（２）汉语不适
合论辩，停留在对体验的描述，因而无法抽象出逻辑；（３）汉语并非不适合论辩，前述结果只是由于语言以
外的因素导致的。针对第一种观点，江怡所归纳的汉语表达的三个特征———借喻和类比、取象的字形、言不

尽意②———其中第一和第三特征都似乎更适合表达精神修炼的体验，但显而易见，印度哲学同样重视精神修

炼，而且比我们更加重视，但印度的语言却是屈折语，与英语、德语一样同属印欧语系。这同样使得从屈折

语特征解释笛卡尔主义将真理与精神性分离的企图陷入困境。毕竟越古的屈折语，其屈折程度越高，但为什

么哲学上反而古希腊更重精神性而近代才将其抛弃呢？因此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江怡所归纳的汉语表达的

第二个特征即取象的字形，也是很多人用来说明中国哲学与文化特殊性的理由，甚至将汉字视为汉语言的最

基本单位，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是 “非在场性”的文字，因而中西哲学的差异在于中国哲学的主流传统是

非句子式的。③ 中国古代确实有悠久的言文分离的传统，因此人们认为中国人重视文字，与西方哲学的语音中

心主义 （ｐｈｏ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不同，所以不注重逻辑。这也是一种论证中国哲学倾向于精神修炼的可能逻辑。但
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文字并不会因为与语言不同，就与精神修炼的体验更加相应。实际上，精神修炼同

样持一个变种的语音中心主义立场，即现场的、言传身教的要比写下的文字、僵死的陈迹要高明。针对第二、

第三种观点，我们曾经历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因此第二种观点大概率也不能成立。第三种观点或许才有一

定的解释力。爱德华·萨丕尔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ｐｉｒ）就认为，语言与文化并无必然的联系。萨丕尔认为：“没法证
明语言形式和民族气质有任何一点联系……从语言结构里去找分别，以相应于据说是和种族有关的气质变异，

那是徒然的……基本的思维结构并不显出有重要的种族差别……我们最好还是把语言沿流和文化沿流当作两

个不能比较的，没有关系的进程。从此可以看出，企图把语言形态的某种类型和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联系起

来，总是徒劳的。”④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除了无法将精神修炼的文化还原到语言的特征以外，在深入功夫哲学的理论本身的

时候，也无法从语言的涵义的角度处理功夫哲学的核心——— “本体”。这里的本体不是汉译西方哲学中的

“Ｂｅｉｎｇ”，而是精神修炼所要接近的目标，同时也被认为是世界根源的那个东西。这个本体，是离言诠的，只
有靠体验，靠智的直觉或德性之知也即非对象化的心识功能与心识状态⑤来接近。因此在有的流派中，这个本

体也就是精神修炼活动展开所依据的主体。因为语言与世界同构、语言使思想出场，所以这个本体本质上属

于 “世界之外者”。⑥ 而且为了要体验到这一纯粹的主体，还必须在功夫中排遣概念、语言的作用。这就是所

谓 “默识”或缄默的维度。⑦ 这种 “密意”并不靠秘密的言语传播，因此尽管语言可以对它进行描述，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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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学者认为，不能忽视 “名”在中国哲学中的 “底本”作用。参见苟东锋：《“生生”与 “名名”———论中国哲学的 “底本”》，

《哲学分析》２０２２年第 ６期。名学或形名学其实反映了哲学在社会中的一般功用，而精神性哲学反映了中国秦汉以来这一具体社会
的特殊功用。当然，兼摄 “生生”与 “名名”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应该重视发展语言的维度，这与功夫哲学建设吸收汉语哲学维度

是一致的。

江怡：《从汉语哲学的视角看中国哲学研究 ７０年》，《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参见陈海：《作为一种非句子哲学的汉语言哲学》，《思想与文化》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尚杰：《一种新文字的可能性———关于汉字哲学的
一个文学维度》，《世界哲学》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实际上，尽管汉字哲学有德里达加持，但难以超越乾嘉朴学 “以古训发明义理”的范式。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 １９６ ２０２页。
参见曾帆：《中国哲学的 “智的直觉”传统———论牟宗三形上学的唯识学基础》，《江海学刊》２０２４年第 ６ 期；彭彦琴、李清清：
《德性认知：中国人独特的认知模式》，《江海学刊》２０２４年第 ２期。
当然，在语言之外还有个人直接体验到的表象，它们也不在语言中，但在世界中。而 “本体”则并非为常人所直接体验，因此是真

正的 “世界之外者”。

参见张昭炜：《中国儒学缄默维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汉语哲学”还是 “功夫哲学”

描述也有一定的涵义，但这些涵义并不等于本体这一概念的意谓 （指称）本身，甚至决然不是。因此，在施

莱尔马赫、伽达默尔等认为所思本质上依赖和被限定于甚至等同于语言、理解须由语言中介的诠释学家看来，

缄默的本体是无法被理解的。

语言哲学对于建立在这一本体之上的功夫哲学，可能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不承认有本体这样的对象处

于相关概念之下。例如维特根斯坦怀疑威廉·詹姆斯所谓无言语的思想之可能。① 而更可能的是第二种也就是

对其保持沉默，也就是把它排除在讨论的范围之外，专注于句子本身的思想和真值。但精神修炼恰恰着迷于

那个不可说的东西。尽管语言在修道论中只能起到接引入门的辅助作用，最关键的证悟阶段与之无关，但精

神修炼的所有语言都围绕或指向那个不可说者、世界之外者，它不可能接受一种与本体无关的言说。这足以

将功夫哲学确定为一种与语言哲学不同的哲学形态。正如弗朗索瓦·于连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Ｊｕｌｌｉｅｎ）认为西方哲学与
东方智慧之间存在着 “言”与 “默”的差异②，基于语言立场的汉语哲学与基于精神修炼传统的功夫哲学之

间似乎也构成哲学形态上 “言”与 “默”的对立。

功夫哲学作为文化哲学及其与 “后语言哲学”的契合

从以上两节可以看出，汉语哲学一方面面临语言立场的相关困境，另一方面与中国哲学的功夫传统存在

张力。当我们将功夫哲学纳入汉语哲学发展的视野时，就会发现，这一做法除了有助于汉语哲学重新梳理自

己与传统的关系以外，还有助于其克服单一语言立场的嫌疑。这是因为功夫哲学正与当代后语言哲学的发展

趋势相契合。

哲学的语言转向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ｕｒｎ）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显疲态，“后语言哲学”的呼声已经在学界兴
起。后现代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飘浮的能指本身意味着语言不再能够承担哲学的意义。语言哲学

家开始寻找不同于 ２０世纪的语言哲学范式。③ 中国哲学传统在超越语言立场上被寄予厚望。例如李泽厚就认
为要 “让哲学走出语言”，凭借中国传统 “突破当今哲学的某些界限和窘境”。④ 许多西方思想家也提出超越

语言的哲学方案。例如马尔库塞认为分析哲学忽视了语言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主张哲学应超越语言描述，

对抗技术理性对思想的压制⑤；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超越传统语言学的静态分析，将哲学问题置于社会对话的语

境中⑥；克里斯蒂娃将语言研究与精神分析、文化符号结合，探索语言之外的象征系统，突破了分析哲学对语

言形式的单一关注⑦。

超越语言的哲学固然可能有多重路径，而其主要的思路则是返回到社会条件的 “多元决定”。功夫的文

化视角正契合于这一思路。功夫是一种文化现象。溯源 “文化”的含义，英文的 “ｃｕｌｔｕｒｅ”一词源于拉丁文
“ｃｕｌｔｕｒａ”和 “ｃｕｌｔｕｓ”，意思是维护、耕作，它用来描述 “与自然有关的人类活动及其农业劳动结果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ａｇｒｉ），也指对超自然事物的宗教式 ‘维护’（ｃｕｌｔｕｓ ｄｅｏｒｕｍ）———这一点与希腊语的 ‘ｐａｉｄｅｉａ’（希腊语 ‘教

育’‘课程’‘培养’‘学术’‘教养’）相符”。⑧ 也就是说，“ｃｕｌｔｕｒｅ”意味着某种保养、转化、提升。约
翰·格奥尔格·瓦尔希 （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 Ｗａｌｃｈ）撰写了有关 “Ｃｕｌｔｕｒ”最早的德语词条：“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显
示了通过富有助益的加工与努力达成的某样事物的改善。”⑨ 可见，通过加工使某物得到改造，便是文化的基

本含义。而功夫意味着通过加工使灵魂、心灵、自我或主体得到改变，故而功夫是一种针对人类主体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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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 １６４ １６５页。
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闫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
参见王寅：《语言哲学研究：２１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 （下）》，第 ４８２ ５０１页；钱冠连：《后语言哲学参与第二次哲学启蒙》，
《外语学刊》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
李泽厚、刘绪源：《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 ２０１１年谈话录》，第 １ ２页。
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一部第四章
“话语领域的封闭”（第 ７２ １０２页）、第二部第七章 “肯定性思维的胜利：单向度的哲学”（第 １４４ １６８页）。
参见姜宏、许汉成：《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及其评介》，《外语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阿拉斯泰尔·伦弗鲁：《导读巴赫金》，田延
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６９ ９０页。
参见徐赳赳、毛浩然、徐朝晖：《克里斯蒂娃的语言观》，《当代修辞学》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

⑨　 安斯加·纽宁、维拉·纽宁主编：《文化学研究导论：理论基础·方法思路·研究视角》，闵志荣译，第 ２５ ２６、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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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所以，当我们看到 “斯多葛主义将哲学定义为一种拔除恶习之根的 ‘对灵魂的维护’，该定义也征引

了农田耕作这样的形象，正如西塞罗在 《图斯库鲁姆争辩》第 ２卷第 １３节所述：‘哲学就是对精神的耕犁；
它将恶连根拔起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ａｕｔｅｍ ａｎｉｍｉ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 ｅｓｔ；ｈａｅｃ ｅｘｔｒａｈｉｔ ｖｉｔｉａ ｒａｄｉｃｉｔｕｓ）”①，我们可以说斯多葛主义
指明了功夫哲学的文化内涵。启蒙运动中的道德改进、德国思想中的教养 （Ｂｉｌｄｕｎｇ），都展示出文化与自然
的对立。这种对立意味着对于自然的转化，体现出功夫的 “转化性”的文化意义。

在文化的意义上，功夫就是改善人自身的方法与实践，它必然涉及心理学、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教育、

技术思想等多个领域。因此功夫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复杂性②为基础的文化哲学。文化研究本身就与一系列

知识交叉，它诞生于交叉学科，至今尚未完全安顿在某一个固定的学科建制之中，并一直 “对学科化的知性

工作的合法性形成挑战”③。功夫哲学的这一视野意味着它必须克服单纯的语言决定论立场，真正体现 １９世纪
中叶至 ２０世纪以来人类知识和思想范式所经历的彻底摆脱了近代机械论思维模式的 “实践转向”“人类学转

向”等重大变革。语言哲学将哲学的视域局限于单一语言因素内，虽然有利于保持哲学对于经验世界的纯粹

性，却无法穿透人类生活的复杂性维度。单一领域的问题可以交由具体科学去研究，例如物理学研究物理现

象，语言学也会接过所有对语言的研究而使哲学不再有机会染指。

此外，功夫哲学与后现代个人主义文化深度契合。后现代在颠覆传统秩序的同时，却不意外地使以个人

体验为中心的自我转化、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精神性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空前凸显。④ 这首先体现在例如查尔
斯·泰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 Ｔａｙｌｏｒ）、吉尔·利波维茨基 （Ｇｉｌｌｅｓ Ｌｉｐｏｖｅｔｓｋｙ）等思想家以自我转化的观念解释后现代
个人主义文化，为虚无时代开出世俗人文主义的药方。⑤ 另一方面，精神性凸显也体现在对古典哲学的精神性

的重新挖掘。皮埃尔·阿多 （Ｐｉｅｒｒｅ Ｈａｄｏｔ）认为，哲学本来是一种生活方式。其 《古代哲学的智慧》一书，

描述了古代哲学所代表的那种历史和灵性 （ｓｐｉｒｉｔｕｅｌ）的现象。⑥ 同样，米歇尔·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也注
意到，在笛卡尔以前的哲学中，主体塑造自身的精神性与怎样达至真理的哲学问题并没有截然分离。⑦ 实际

上，在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 ２卷中所叙述的小苏格拉底学派 （麦加拉学派、居勒尼学派和犬儒学派）

的人物完全是精神修炼的专家⑧，他们的后学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哲学、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都是精神性的哲

学。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像孙向晨所谓 “汉语思想传统中……的境界论哲学、工夫论哲学，在柏拉图

式的哲学传统中完全没有存在的余地”⑨，修身学或功夫论并不只是中国特色，后现代主义视角重新挖掘了精

神修炼作为西方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因而可以说这是真正贯通东西方的普遍问题。何乏笔就认为，“从

古代希腊、罗马以哲学为生活方式，经由德国哲学对 ‘教养’（Ｂｉｌｄｕｎｇ）的重视到福柯的 ‘生存美学’。由此

可确定，西方哲学不仅不能简化为思辨哲学或某种形上学，现代主体的概念一直包含修养论的线索”瑏瑠。

因此，功夫哲学这一范式的提出，一方面代表了中国哲学研究者们对中国哲学表达范式的自身调适，另

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哲学 “预流”后现代世界的精神性文化哲学 （或曰 “合流”，因为西方后现代性中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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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斯加·纽宁、维拉·纽宁主编：《文化学研究导论：理论基础·方法思路·研究视角》，闵志荣译，第 ２６页。
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 （Ｅｄｇａｒ Ｍｏｒｉｎ）提出了 “复杂思想”的概念，强调要超越传统的简单化思维模式，重新审视人类的知识和

世界，建立一种能够容纳不确定性、矛盾性和多元性的复杂思维方式。（参见埃德加·莫兰：《整体性思维：人类及其世界》，陈一

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托比·米勒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１１页。
参见Ｄｏｍｉｎｉｋａ Ｍｏｔａｋ牞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牞  Ｓｃｒｉｐｔ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 Ｄｏｎｎｅｒｉａｎｉ Ａｂｏｅｎｓｉｓ牞 牗０１牘 牞 ２００９。大卫·格里
芬 （Ｄａｖｉｄ Ｒａｙ Ｇｒｉｆｆｉｎ）编 《灵性与社会：后现代视野》（Ｄａｖｉｄ Ｒａｙ Ｇｒｉｆｆｉｎ牞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牶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Ｖｉｓｉｏｎｓ牞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牞 １９８８）一书，更是深入地探讨了后现代的个人主义文化与精神性的关系。
查尔斯·泰勒：《祛魅—返魅》，乔治·莱文编：《世俗主义之乐：我们当下如何生活》，赵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６２ ８１页；吉尔·利波维茨基：《空虚时代》，倪复生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２０２２年，第 ３０ ７０页。
参见皮埃尔·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张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更多一般性的表述可以参考皮埃尔·阿多：《作
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皮埃尔·阿多与雅妮·卡尔利埃、阿尔诺·戴维森的对话录》，姜丹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３ １４页。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２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第 １０９ 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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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思想的影响）。功夫哲学代表了中国传统与西方后现代对于重新理解 “哲学”这一概念的某种共识。在

这个意义上，功夫哲学与汉语哲学运动有着同样的目标，那就是追求 “哲学本身”的事。① 它一方面以一种

新的形式展现中国哲学的特有品质，另一方面也试图用汉语的方式来表达哲学的一般观念，可以说是把江怡

所谓的 “两个不同问题”同时加以解决②，很好地展现了汉语哲学所希望的 “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

系”的性质。③

从哲学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尽管现代乃至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与古代相比发生了巨变，但社会对哲

学的需求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或许将决定中国哲学所崇尚的方向，仍是向内用力的、倾向于个

人的修持涵养之学，而非公共性的语言哲学。所谓 “公共性”，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所提倡，尤其是哈贝马

斯有所谓 “公共领域”（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和 “沟通行动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等概念。除了空
间意义上的公共性 （列斐伏尔）以外，语言的公共性是非常重要的维度。语言在这种 “公”与 “私”中的差

异是明显的。例如柏格森就指明，自我较深层次的状态不能被语言所表达：“语言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都用相

同的字眼表示这些状态，因而语言对于……千百情绪只能掌握其客观的、不属于私人的方面。”④ 维特根斯坦

也同样从反驳私人语言的角度确认语言的公共性。在后现代文化深入发展、信息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代世界，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算法带来的 “信息茧房”效应，语言哲学所深度赖以奠基的公共论辩的 “公共性”越来越

让位于每个人的 “私域”世界。这时候，受困于 “茧房”的灵魂们唯一可顾影自怜的就是那个深层的自我。

在这一点上，功夫哲学与后现代文化的亲和性，在未来中国哲学形态的范式选择上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功夫哲学除了代表传统，也同样面向未来。对于未来人类应该有怎样的学术、文化和思想，有学者提出

“第二开端”的人学，并将其特征概括为 “内在的人学即精神人学……认为人的根本和秘密在精神”，“动态

的实践人学……不只是外在的人际交往或物质实践，更是内在的自我革命的精神实践或自我实践，即生存论

的实践”和 “自我成长的、自我去成为的创化 （即创造进化）人学……从纯粹知识的理论范式转向人文精神

的实践范式，即科学不再只是精神的投射过程，更是精神的自我修炼和完善过程”。⑤ 这样的新人学，实际上

可以看作一种功夫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显然可以说，功夫哲学是面向未来的哲学，同时也是中国哲学

走向世界哲学的重要资源。⑥

吸收语言分析的功夫哲学

汉语哲学不能回避与中国哲学语言观的差异问题，要重视中国哲学的功夫哲学传统。然而，“功夫哲学”

这一概念除了指历史上精神性形态的哲学以外，也可以指当代学界对 “功夫”进行的理性化诠释。功夫哲学

自身也在建设的过程中。当代的中国功夫哲学不等于原封不动地继承中国哲学的精神修炼传统，而必然要将

传统与当代立场进行视域融合。功夫哲学作为哲学毕竟与功夫论不同，它本身处在现代学科和知识体系之下，

尤其是作为 “哲学”，必然要依赖语言、概念和逻辑作为自己的存在形态。语言对功夫哲学来说是不可回避

的问题。因为功夫哲学作为一种解释，就涉及作为方法的诠释学即对解释本身的研究———探究在何种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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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张志伟所说：“迄今为止，我们 ‘让哲学说汉语’，基本上是 ‘让西方哲学说汉语’，‘汉语哲学’的出现，应该做的乃是 ‘让

哲学说汉语’，亦即通过汉语思考哲学问题———思考那些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总之是属于哲学的问题。”（张志伟：《“哲学

本身”的事：贺北京大学汉语哲学研究中心成立》，《外国哲学》２０２２年第 ２辑）同样，孙周兴也认为，“汉语哲学”这一概念的重
要内涵向度，可能更多包含了重新理解哲学。（参见孙周兴：《我们可以通过汉语做何种哲学》，《学术月刊》２０１８年第 ７期）
“汉语哲学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展现中国哲学的特有品质，还是试图用汉语的方式来表达哲学的一般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江怡：《从汉语哲学的视角看中国哲学研究 ７０年》，《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庞学铨：《汉语哲学的基本问题》，《学术月刊》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刘森林也认为，汉语哲学应该是 “既有哲学一般性，又具有浓厚的

中国特色”的哲学。（参见刘森林：《中国式现代化与汉语哲学》，《孔子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亨利·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年，第 １２２页。
刘孝廷：《新地平线———第二开端理论概释》，《江海学刊》２０２５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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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互动与交流。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概念范畴——— ‘工夫’和 ‘工夫论’，则无疑具备承担这一历史责任的资质与潜力。”

［朱汉民、汪俐：《从工夫到工夫论》，《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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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才可能拥有对于真理的解释性经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ｕｔｈ），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语言问
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功夫哲学是一种诠释学，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依赖语言的，那么这种功夫 “哲

学”能否真正 “理解”功夫，能否真正揭示 “功夫”的 “真义”，就成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可以说，不清

理语言问题便无法建立真正的功夫哲学。

语言能否完全揭示 “缄默”或 “不可说”者的源头的意义，始终作为一个矛盾存在于致力于言说 “不可

说”者、用语言来阐释功夫文化的当代功夫哲学之中。尽管看起来功夫哲学崇尚对语言的超越，但它始终用

大量的语言去 “描述”那个不可说的本体。因此，语言哲学中涵义与意谓 （指称）的问题、语义与语用之争

在功夫哲学的语言观中仍有一席之地。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语言哲学的中心议题之一①，但功夫哲学却要处理

语言与 “世界之外者”的关系。语言的初始功能就是指称，使得人们可以在对象不在场的时候自由地谈论

它，这说明它恰恰应该完成指称本体的作用。即便在语言中本体是 “不在场”的 （但其实功夫论认为本体时

刻 “在场”，语言的运用也是由于本体的作用），能够谈论的只是功夫也就是体证本体的途径，“本体”“无”

这类 “理念的幻相”也应不仅有指称，且有涵义，并非假的专名或伪装的缩略摹状语。但功夫哲学也完全清

楚，用自然语言、日常语言去指称和描述本体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他们也使用人工语言来描述它，这样可

以更进一步展示本体不可说的性质。例如禅宗的机锋包含了大量的这类内容。曹洞五位、借易说禅等方式，

实际上是使用人工语言。禅宗的语言可以说大多数是非严格指称语 （Ｆｌａｃｃｉｄ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ｏｒ）。② 因此，建立在现代
逻辑基础上的人工语言或许有一天也可以成为禅宗的葛藤。

从语义的角度来说，功夫哲学的诠释学就致力于澄清功夫论句子的涵义。与一般的语言分析不同，这一

工作必须建立在诠释学方法之上。诠释学认为解释总是有限的，因而，解释始终是一个过程。我们此时此地

解释出来的意义并非就是所解释对象的终极意义。也就是说，一次性的语言分析并不是最终的解释，解释始

终有剩余的意义 （ａ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这一 “剩余”或许就始终指向功夫在语言以外的可能意义，即便这

种意义可能永远无法用语言完全澄明，即便语言以内的解释只是指向语言以外的意义的某种手段。而这也就

正好契合保罗·利科所谓怀疑的诠释学 （ａ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即没有东西根本上意味着它首先似乎要
说的那些东西。

传统上诠释学的方法确实关注的是自然语言，也就是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言。功夫诠释学是否像施莱尔

马赫排除解释的特殊原则 （例如在圣经诠释学中排除 “ｄｉｖｉｎｅ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那样，排除 “神秘体验”？如此，

则功夫诠释学所要解释的对象就大大缩小了。但与解释相关的语言可以并非仅仅指自然语言和文字，也不是

言语，而是任何表达含义的行为，也就是符号。例如，菩提老祖在孙悟空头上所敲的三下就是一个 “符号”

的表达。施莱格尔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认为，不只文本，而且非语言的艺术也应该纳入被解释的范围。那么语言以外
的对象，并不会逃脱解释。而且，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认为的，理想的解释是一种整体的活动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解释也就不能脱离整体的旨趣而只关注个别词句。语言以外的 “密意”就包含在功夫论的整体之

中。而这就要涉及推测作者心理的方法 （ａ “ｄｉｖｉｎａｔ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用孟子的话说就是 “以意逆志”。此时作为

方法的功夫诠释就不会被语言问题所牵绊。

从语用的角度来说，功夫哲学的诠释学在于澄清功夫论句子的用法及其文化和社会意义。倪培民认为，

功夫哲学更多重视灵活的 “语用”维度，而不是语法或语义分析。③ 在功夫论中，语言文字的逻辑辨析和描

述性知识是长期受到贬抑的，被称为 “务知解”。尽管在真妄、净染、善恶、得道与沉沦的根本性价值排序

面前，以语言为中心的世界只能屈居世俗谛、第二义，但语言在确定教义、传播理念等方面仍具有无可替代

的作用。语言对于以哲学诠释功夫论的功夫哲学和功夫论本身，的确有不同的意义。罗素区分了描述知识和

亲知知识，在功夫哲学来看，功夫是描述的知识，而本体是亲知的知识；唐奈兰 （Ｄｏｎｎｅｌｌａｎ）区分了属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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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１７页。
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２９页。
参见倪培民：《什么是对儒家学说进行功夫的诠释？》，《哲学分析》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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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指称用法的摹状语①，可以说，对于功夫哲学来说，语言的属性用法偏多；而对于做功夫者来说，他对语

言更多使用指称用法，偏于语用层面。因此，功夫论的语言观属于用法意义论、行为意义论的实用主义理论，

是古代哲学 “语言工具论”的复活。

但功夫哲学对功夫论句子用法的澄清，不能仅仅限于肯认其指称作用和接引作用，而要致力于揭示其使

用者使用语言的 “无意识”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之后，诠释本身不再仅仅是方

法，也是一种生存，诠释学是一种生存论的诠释学。在这个意义上，诠释学本身就是一种对前诠释学境况

（ｐｒｉｏｒ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ｎｅｓｓ）的澄明 （ｍａｋ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因此，功夫本身也有澄明生存论结构的意义。例如，
“功夫”本身构成了对经典系统的一种 “解释”。以宋明理学为例，它在广义上属于汉—宋两种经学类型之

一，从经学的视角来看，它只是一种特殊的解经方式，即通过自身修养的体悟来理解和解释儒家经典。就像

倪培民所说，“功夫解读意味着儒家经典的内容必须要通过修身实践才能充分理解”。理解本身是功夫的目

的。功夫的目的并非指向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智慧，功夫并不仅仅是做出行动，反而涉及的是对行动所

反映的本质的理解。因为行动始终是手段，而理解是目的。功夫的目的是主体转化，主体转化体现为主体的

理解，而不仅仅是主体的行动。根据施莱格尔的说法，文本还会表达作者无意识的内容。这些无意识的内容，

正反映出做功夫者这一群体的共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 “话语模式”，或文化 “代码”。② 这种澄清，作为

一种 “症候式阅读”，必然更多采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

此外，功夫哲学的语言除了澄清功夫论句子的涵义与用法之外，其本身也具有功夫论的意义。伽达默尔

说，解释就是一种教化 （Ｂｉｌｄｕｎｇ），解释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修养和主体转化。又如奥斯汀有著名的 “以言行

事”论，约翰·威斯顿 （Ｊｏｈｎ Ｗｉｓｄｏｍ）也认为语言分析有治疗的功能。③ 因此，语言逻辑论与精神修炼不绝
对冲突，如语言理论家、普通语言学的奠基者威廉·冯·洪堡特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同样也是推崇 “自

我教育”、追求完美人性的教育改革家④，又如佛教中观学派同样有很多逻辑、语言的研究，为修行服务⑤。

功夫哲学的术语建构作为一种广义的汉语哲学尝试

功夫哲学吸收语言分析的因素，使其包含语言哲学的方法，可见它作为一种 “默”的哲学，并不反对语

言哲学，而是融会之。另一方面，尽管精神性哲学是一种世界现象，但我们的功夫哲学建设既然处于汉语的

语境中，着眼于未来的中国哲学，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澄清汉语的语义、规范汉语的语用、探索汉语的深层

精神价值的作用。这使得功夫哲学可以被看作一种广义界定下的汉语哲学。实际上，迄今为止学界对于什么

是功夫、功夫论和功夫哲学这类术语的定义还未取得基本共识。大量术语并行使用，具有极强的丰富性和复

杂性。这些术语，体现出基于自身生活世界的哲学话语建构，具有 “原生态”的意义，也体现出 “汉语”的

独特问题意识、精神结构与思想传统。正如孙向晨所说：“把 ‘汉语世界’中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对汉语传

统表达方式有充分自觉的基础上，以现代汉语的方式表达出来，有能力把 ‘汉语世界’背后的 ‘道理’以现

代方式说清楚”，“‘汉语哲学’日趋成熟也在逼迫 ‘汉语世界’寻找更加适合自身表达的规范性”。⑥ 功夫哲

学的术语建构实际上是功夫哲学在汉语哲学启示下进行自身规范性表达的探索，可以看作是一种 “做汉语哲

学”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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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Ｄｏｎｎｅｌｌａｎ牞 Ｋ牞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牞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牞 １９９６牞 ｐ ７５
“文化”是 “为社会奠定基础的精神与物质交互关系与活动之总体性，这些关系与活动决定了 ［一个群体］的个体行为特点”（安

斯加·纽宁、维拉·纽宁主编：《文化学研究导论：理论基础·方法思路·研究视角》，闵志荣译，第 ３０页），因此，与这一总体性
相关的能指、所指以及使能指所指相互匹配的规则，就是其文化代码，用以解释这种文化的再生产的运作。

涂纪亮：《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载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４１０页。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译序第 １、７页。
已经有学者试图从佛教思想中找到突破分析哲学不足之处的新视角： “西方分析哲学传统从未完满地解决有关 ‘不可说’

（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与 ‘无意义’（ｎｏｎｓｅｎｓｅ）的讨论，因而他希望在重视实践智慧的佛教哲学中找到新的解题思路。”（周邦威：《以
语言、心灵为对象的佛教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 〈指月：佛教、逻辑与分析哲学〉述评》，《佛学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孙向晨：《“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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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 “功夫”的通行术语包括：（１）宋明理学家原本使用的词汇，例如 “工夫”“功夫”“践履”

“修身”等；（２）诸宗教中有关修道论的词汇，例如佛教中有 “禅修” “修道” “修行”，基督教中有 “灵

修”；（３）西方哲学家的术语，例如 “自我技术”（福柯）、“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皮埃尔·阿多）、“欲望

治疗”（玛莎·努斯鲍姆）等；（４）现代新儒家和当代学者使用的词汇，例如 “修持涵养之学”（梁漱溟）、

“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引导的哲学”（劳思光）、“功夫哲学”（倪培民）等；（５）与功夫论相关的其他
哲学概念，例如 “实践哲学”。以上所列或多或少可以表达这一领域的内涵，而又各有侧重。而从汉语的角

度出发，这些术语又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类别。一是以 “修”为中心的术语集，例如修身、修养、修炼、修

道、修行、修习，这些是 “修＋”模式的；还有灵修、苦修等，是 “＋修”的模式。在 “修＋”的模式上，还
可以叠加其他词汇，一般是精神、自我等，构成精神修养、精神修炼、精神修习、自我修养等。二是以 “转

化”为中心的术语集，例如自我转化、心灵转化、身心转化等。以上两类术语集，都是以对工夫本身的描述

为中心。此外，功夫哲学的概念还可以以功夫的承担者、行动者或 “ａｇｅｎｔ”为中心。因此便有第三类以 “自

我”“主体”为中心的术语集，例如自我修养、自我转化等便以 “自我”为中心。

以 “修”表示功夫，早在 《大学》即有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以 “修身”来指道

德修养功夫。因此今天也有许多学者将功夫论称为 “修身学”。修身这个词的好处是古已有之，并非新造，

但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容易给人偏于 “身”而略于 “心”的印象。而且在现代汉语中，修身一词经常被用

来形容衣服偏瘦而展示身形，与功夫论无关。与此相近的，如修养和修炼，也各有利弊。近代以来，用 “修

养”表示功夫的用法很多，比较知名者是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演员的自

我修养》也因为周星驰的电影而广为流传。可以与此媲美的恐怕只有李小龙的 “功夫电影”。修养还有一个

好处是在现代汉语中表示温文尔雅的道德境界，近义词有 “涵养”。修养在现代汉语中的这两层含义可以说

与我们所说的功夫紧密相关，因此把功夫论称为 “修养论”似乎也很可行。但修养有一个缺点是它有更多的

道家色彩——— “修养”这个词在 《朱子语类》中指的就是道教的修炼法，给人一种远离人间是非、拾掇花鸟

鱼虫的修身养性的印象，与功夫论给人的那种苦心极力的印象相去甚远。在学界，何乏笔将功夫论和功夫哲

学称为 “修养哲学”。在此词汇基础上叠加 “自我”为 “自我修养”，也是常用的词组。这一词组突出主体转

化的意味，体现出功夫是自己意愿、自己践履、自己受用的过程，点出 “各人生死各人了”的现实，主打一

个 “自家体贴”。但容易给人一种仅仅关注 “自我”的印象，仅仅关注内圣，而对外王事业不甚关心。修炼

能够展示出苦行的特点，而且 “炼”也展示出反复磨炼的意味，体现出功夫并非易事。但修炼与修养类似，

更容易让人联想到道教的丹道。为补救这一印象，可以在前面加上精神、身心等，组成 “精神修炼”“身心

修炼”等词组。“精神修炼”这一词汇使用的范围较广，阿多的作品 Ｎｏｕｂｌｉｅ ｐａｓ ｄｅ ｖｉｖｒｅ：Ｇｏｅｔｈｅ ｅｔ ｌ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ｅｘｅｒｃｉｃｅｓ ｓｐｉｒｉｔｕｅｌｓ即被翻译为 《别忘记生活：歌德与精神修炼的传统》。① 精神修炼可以囊括功夫的大多数

面向，但是容易给人一种仅仅重视主体、内心的调适的印象，脱略了身体层面的转化。修道也是一个古已有

之的词汇，《中庸》有 “修道之谓教”，可见 “修道”一词本也是儒家的。但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容易给人

贴近道教的印象。但其实佛教也大量使用 “修道”一词，实际上这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都在使用的词汇，因而

比较适合作为一个通用的术语，但 “修道”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容易给人一种出世间的印象，在普通人眼中，

世间的、社会的、人伦的道德境界的培养可能与 “修道”关系不大。灵修，是以 “修”为中心的。这一术语

基本只是在基督宗教的工夫论中使用，例如基督教灵修学是对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的翻译，是关于灵魂的
修养，而灵魂在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语境中是一个令人产生怀疑的东西。灵修因此背上了一些包袱，首先

面临灵魂是否存在的疑难。在汉语的语境中，灵修的 “灵”字使得这一词语可能更多与神秘现象产生关联，

容易与灵异现象挂钩，尽管精神修炼确实涉及神秘体验的问题，但灵修这一词语可能更被不了解其内涵的读

者看作与巫术、民间宗教、迷信等相关的内容。另一个以 “修”为中心的词是苦修。苦修与修炼、精神修炼

一样，都能体现出工夫的困难程度，但也似乎过于强调这种困难，尽管一般的工夫次第从禁欲开始，对很多

８５

① 皮埃尔·阿多：《别忘记生活：歌德与精神修炼的传统》，孙圣英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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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确实是 “苦”。苦修也多用来翻译基督教灵修学中的 “ａｓｃｅｔｉｃ”。在佛教的语境中，苦修、苦行是被佛
陀的 “中道”所超越的。因此，它显然不适合作为概括功夫论、功夫文化整体的概念。

转化体现了功夫论中的过程性与目的性，体现了对主体的改造维度。这一词汇并非古代所有，乃是新创，

体现了现代知识体系对于传统的理解和诠释的一面。与此类似，牟宗三的 “生命的学问”、劳思光的 “引导

的哲学”，包括倪培民的 “功夫哲学”，都代表了现代学术对工夫的诠释性理解。劳思光的 “引导的哲学”与

“转化”为中心的术语有相近之处。但转化性只是功夫的一个面向，而且转化没有定向性，无法体现功夫哲

学的价值观。

自我修养、自我转化，主体修养、主体转化，心灵修养、心灵转化、心灵修炼等，各自以 “自我”“主

体”“心灵”为中心。这时，概念的优劣便集中体现在对于功夫主体的描述概念上。以 “自我”为例，自我

能够体现出功夫自己意愿、自己践履、自己受用的一面，但在哲学或心理学上，似乎要费一些力气对概念的

边界加以界定。例如，这里的 “自我”，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自我 （ｅｇｏ），还是后来的自体心理学的自体
（ｓｅｌｆ）？类似的，“主体”也有相同的困境。而且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主体之死对于其哲学上的意义也有冲
击。“心灵”也面临相近的问题。

其实，这些术语本身既然是家族相似的关系，那么就意味着无法互相替代，没有哪个词能够囊括功夫论

的所有内涵，它们从各个侧面去描述它，也只有它们的总和才可能全面地阐述这一概念。但因为学术史发展

的惯性，功夫、功夫论和功夫哲学这一组词汇已经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使用和传播，因而仍有理由作为基本

的术语存在。但它们实际上表现出一种儒学本位的观念。就像 “禅修”在佛教中差不多可以用作指代修道的

一般名词，却因为过于明显的佛教色彩而不适合作为功夫这一文化现象的共有名词一样。这也提示我们，任

何原有的词汇都可能面临这样的困难，因为它们都带有 “教派特征”（福柯语）。但是，作为现代知识人对功

夫的总体性研究，我们应该寻找一个立足于我们研究者本身视角的新词汇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加以概括。

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的视角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功夫哲学虽然以精神修炼 “默”的维度为核

心，能够认识到并以文化的复杂性克服单一语言立场的弊病，与语言哲学在哲学形态上对立，却有望在建构

自身的过程中，探索非狭义的广义汉语哲学的自我表达。正如程乐松所谓：“对于汉语哲学的讨论，不能忽视

如下的事实，即以汉语为载体的哲学活动或对汉语哲学活动的规范化实际上已经展开，并且在持续进行。”①

结语：未来中国哲学形态的 “言—默”融合

当然，功夫哲学不可能成为汉语哲学的唯一存在形态。但是，作为一种体现后现代精神的文化哲学，功

夫哲学对汉语哲学还可能有如下贡献：（１）补充实践哲学的维度。韩水法说：“汉语哲学主要不关涉实践领
域的问题。”② 而庞学铨认为实践哲学应当是汉语哲学的重要领域。尽管功夫哲学不是 “实践哲学”，但 “功

夫论和实践哲学是对应的”，“‘实践’概念与 ‘功夫’有相当的重合”③，能够在广义汉语哲学的意义上补充

实践哲学的维度。（２）反思启蒙哲学。刘森林认为，汉语哲学的意义也在于反思启蒙以来的西方哲学。④ 这
与福柯所揭示的笛卡尔以来的精神性与哲学的分离是异曲同工的。也就是说，功夫哲学作为一种汉语哲学，

也是建立在对西方近代哲学的反思的基础上的。（３）明确文化意义。秦际明认为，汉语哲学需要考虑如何协
调其哲学观念与中国社会文化需要之间的关系，汉语哲学在文化意义上尚需进一步明确。⑤ 实际上，功夫哲学

作为 “跨文化性”的哲学，具有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诠释与创新性发展的意义。

汉语哲学与功夫哲学在哲学形态上分别代表了 “言”与 “默”的两端。狭义或典型的汉语哲学，基于现

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在发展过程中陷入特殊主义和语言决定论的困境；而功夫哲学继承并彰显中国哲学传统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程乐松：《自觉的两种进路———中国哲学与汉语哲学的论域》，《学术月刊》２０１８年第 ７期。
韩水法：《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学术月刊》２０１８年第 ７期。
倪培民：《理解功夫———答杨国荣、吴震、黄玉顺对拙著 〈儒家功夫哲学论〉的评议》，《船山学刊》２０２３年第 ６期。
刘森林：《汉语哲学与新文科：一种中国性的建构》，《新文科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
秦际明：《论现代中国哲学的文化使命与汉语哲学的文化机制》，《人文杂志》２０２４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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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契合于后现代世界的精神性维度，既立足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探索世界性的普遍哲学问题。汉语

哲学无法以单一语言要素化约功夫哲学，在社会功用上也不适应中国社会的主要需求。但逻辑分析和语言分

析是传统中国哲学所缺乏者，语言是未来哲学建构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功夫哲学的建设必须建立在澄清

自己与语言的关系的基础之上。作为企图担当未来中国哲学主流形态者，功夫哲学必须借助功夫诠释探索由

汉语体现的精神修炼的生活世界及其在哲学上的规范性表达。总之，未来新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汉语哲学与

功夫哲学的 “言—默”融合。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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